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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型背景下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的
住房机会与职住分离研究

张艳 1，刘志林 2

（1.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北京100101；2.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摘要：基于北京市9个不同类型中低收入社区的600位就业者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

证了住房机会（住房搬迁机会）以及就业机会（工作单位类型）等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因素对中低收入者就

业可达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中，国有企业单位及非国有企业单位就业者相对于行政事业

单位就业者，显著地承受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体现出单位制度残留的持续影响。由于政府保障性住房项目而

搬迁的中低收入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最大，而因个人原因发生居住搬迁的中低收入者职住距离则相对较近。拥有

北京市户口的本地内生型中低收入者、非户主低收入者、男性低收入者的职住分离程度显著更大。最后，北京市

中低收入者的月收入与其职住距离成显著正相关，表明市场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但当考虑了住房搬迁机会变量

后，部分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不仅减弱并且变得不显著，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变得更强且统计上显著。由此说明，

对于转型期的城市中低收入者而言，计划经济下再分配制度的残留与路径依赖以及城市空间的结构性调整对其

职住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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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转型与空间重构对城市弱势群体的生活

经历带来挑战。西方研究表明，郊区化与城市空间

重构背景下的空间错位现象本质上是城市空间结

构性变化所导致的居住与就业机会的空间不平等，

并形成“空间障碍”，进而限制了城市弱势群体（少

数族裔、女性、低收入群体等）通过就业流动与居住

迁移、交通移动而克服“空间障碍”的能力，最终对

其居住与就业空间机会造成负面影响，如高失业

率、低工资水平及更长的通勤时间和距离等[1~6]。

中国城市的市场化转型给城市中低收入者的

居住机会带来困境。转型期，以国有企业下岗职

工等为代表的内生型低收入群体，以及快速城市

化所带来的大量外生型低收入群体将面临市场化

和持续作用的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对其居住机会

的双重制约[7,8]。此外，郊区商品住房的大规模开

发建设、城市结构的调整、政府保障性住房项目的

空间选址等使其陷入就业可达性的困境。中国城

市的职住空间错位进一步加剧低收入者、下岗工

人、外来人口等群体的弱势地位，尤其对其日常

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9]。已有研究表明，相比于单

位社区居民，因保障性住房项目而“被动”搬迁到

郊区的城市低收入者[10~12]及在“退二进三”国有企

业外迁所涉及的产业工人等承受的职住分离程度

最大[13,14]。总之，在转型期，中国城市居住、就业机

会的空间结构性调整过程中，城市中低收入阶层

正陷入“居住机会”与“就业可达性”的双重困境。

以职住距离为测度指标的就业可达性反映了

居民居住与就业机会的空间联系，它受到居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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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就业机会的共同影响[15]。然而已有研究仅侧

重居住或就业机会的某一个方面，缺乏将两者置

于市场化转型的整体框架中综合地考虑其对职住

关系影响并开展实证研究。此外，对于转型期的

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尤其需要关注制度因素的路

径依赖对其职住关系的影响。

因此，本文旨在揭示中国城市市场转型与空

间重构背景下影响城市中低收入者职住分离现象

背后的制度性根源，试图从“居住机会”（住房搬迁

机会）和“就业机会”（工作单位类型）两个方面构

建转型期中国城市中低收入者职住分离的制度性

分析框架，并基于对北京市9个不同类型中低收入

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验证转型期住房搬迁机会及工作单位类型对

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可达性的影响。

11 转型期中国城市中低收入者职住
关系的分析框架

11..11 市场转型的制度性因素对中低收入者职住关市场转型的制度性因素对中低收入者职住关

系的影响系的影响

市场转型是指由计划体制的再分配经济向以

交易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变 [16,17]。转型期，尽管

“国家（政府）”与“单位”、“单位”与“家庭（个人）”

之间的强依附性开始削弱，而影响住房市场和就

业市场中开发商与家庭、企业与雇主之间的自由选

择和偏好的市场因素（如房价、工资、年龄、学历等）

开始凸显[7]；但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性因素仍然

持续发挥作用[8,18]。城市中低收入群体在住房条件、

产权、搬迁机会等面临严峻的居住困境[19~21]。Logan

等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那些曾在住房福利

分配中获利的居民，在转型过程中仍然是最大的利

益获得者[8]。Li 通过对北京市1980~2001年的城市

居民住房产权转变（即由租赁公房到获得产权）的

过程分析发现，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中的干部，以

及单位中资历高的人，仍然更容易实现住房产权

从租到买的转变[22]。此外，单位制度等旧的再分配

体制下的制度性因素依然持续作用，并以更加“隐

形化”的方式影响居民的居住机会与就业机会[23]。

不同的住房机会下，城市中低收入者的职住

关系明显不同。计划体制下单位福利分房通常考

虑住房与单位地点的接近。此外，政府的保障房

项目往往布局在郊区，较少考虑与低收入居民就

业地的关系，低收入群体由于就业机会受限，大多

数居民搬迁后很难变动工作[24,25]，从而使其承受长

距离通勤[26,27,12]。周素红等2007年对广州市不同类

型居住区进行的 1996~2007年的居住与就业选择

及变迁的调查研究表明，保障性住房住户职住距

离从 1996年搬迁前的4.97 km增长到2000年搬迁

后的8.87 km，且多数居民搬迁后承受长距离通勤，

只有少量通过改变工作地而缩短通勤距离[26]。北

京的研究也表明居住在郊区保障性住房社区的

居民职住距离和通勤成本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社

区居民，并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0,28]。拆迁安置

对职住关系的影响则较为复杂，包括旧城改造和

城中村改造，可能是就地安置或异地安置，抑或是

货币补偿[29]。

11..22 城市空间重构的结构性因素对中低收入者职城市空间重构的结构性因素对中低收入者职

住关系的影响住关系的影响

转型期，城市土地功能置换、郊区化、城市空

间快速扩张等城市结构性变化总体上导致城市居

民职住分离、长距离通勤显著增加，也对中低收入

者的职住关系与就业可达性带来严峻挑战（图

1）。城市中低收入者获取新住房的机会来源主要

有单位福利分房、政府保障性住房项目以及拆迁

安置等，而往往此类搬迁多为“被动”搬迁。与住

房市场中因个人原因发生的“主动”搬迁不同，对

中低收入者的职住关系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主动搬迁居民通勤时间增长最少、

通勤方式更多样化，而被动搬迁居民通勤时间最

长，通勤费用与收入的比值增加最快；被动搬迁居

民到市中心购物频率降低[30]。

此外，行政事业单位的就业地相对集中在市

中心，往往仍以各种形式提供“隐形”的住房福利，

从而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中低收入居民职住距

离相对较短。与此不同，转型期部分国有企业，尤

其是大型工业企业单位，在城市产业结构去工业

化调整过程中，单位外迁、破产使其员工的就业地

选择受限，并且向职工提供住房福利的能力和机

会越来越少。这会使那些因单位福利分房而被

“残留”在原先单位社区，而没有机会通过搬迁改

善其住房条件的单位居民承担较大程度的职住分

离[31]。因此，在国有企业中就业的中低收入者须在

企业外迁的调整中被动进行职住关系的调整，导

致职住距离和通勤时间的显著增加[13]。对于逐步

市场化的非国有企业（包括私企、民营企业、外资

企业等），职工就业选择机会相对较多，企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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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为职工提供住房福利和机会。职工作为理性

的个体，往往根据市场机会来调整就业和居住的

关系，就业和居住流动性都相对较高，通常在住房

市场和就业市场的机会均衡中寻求职住距离和通

勤成本的最小化，表现为职住距离相对较短。其

他就业类型，如一些自营小业主以及服务行业的

从业人员，很可能职住合一，因此职住距离可能会

最短。

除了上述两类因素外，反映住房市场、就业市

场的供给结构等市场因素，和家庭生命周期、性别

角色与家庭劳动分工等反映家庭住房需求的，以

及诸如种族、居住隔离、代际援助等反映不同的社

会文化背景的社会性因素，均会影响家庭和个人

的居住与就业选择，从而影响其职住关系。然而，

本研究侧重于验证中国城市转型的独特制度性因

素及其所产生的空间障碍对城市弱势群体日常生

活经历的影响，来揭示社会空间不公平的根源。

22 调查、数据与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2 月

开展的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问卷调查。根据《北

京统计年鉴 2011》[32]，本调查将家庭月平均收入在

7 000元以下的家庭定义为中低收入家庭①。共调

查北京城区与郊区的 9个不同类型的典型中低收

入社区②的492户家庭。该调查的抽样方法及案例

社区的基本属性特征请参见基于本调查数据的前

期研究成果[33]。问卷调查了居民的住房条件、住房

来源与搬迁机会等情况，及调查家庭中所有就业

人口的工作信息及日常通勤情况。本研究从中选

取通勤信息及社会经济属性信息完整的通勤样本

构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库，有效分析样本为 600

人，来自214个家庭③。

调查样本男性略多于女性，平均年龄为38岁，

绝大多数在 20~50 岁之间，外来人口比例为

21.8%，低学历比例高达 54.8%，已婚样本占约

75%，调查样本工作单位类型为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包括私企、民企等）以及其

他类型单位的样本数相对平均；月平均工资收入

为2 384元，其中位数为2 000元，低于北京市2010

年的人均月可支配收入（2 422.8元）①；人均住房面

积约 18.7 m2左右，住房自有率达 58.7%，调查家庭

总人数平均为 3.23人，家中有未成年孩子的样本

比例为72%，每个调查家庭中就业人口数占家庭总

人口数的60%以上、调查通勤样本为家中户主的比

例为34.4%；调查样本人均小汽车拥有率为0.10，意

味着每10个调查样本中只有约1人拥有小汽车。

33 城市中低收入者职住分离的特征
及其影响因素

33..11 城市中低收入者职住分离的特征城市中低收入者职住分离的特征

本调查表明，中低收入居民职住距离的平均

值为 6.3 km，平均通勤时间为 44.5 min，总体上与

北京市居民的平均职住距离和通勤时间持平或略

高。2007 年北京居民平均职住距离为 6.4 km、平

均通勤时间为37.1 min[28]；2010年北京城市居民平

均通勤时间为 43.6 min[34]。从调查居民的通勤方

向来看（图1），调查中郊区社区中低收入者通勤方

向以“向心通勤”为主，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从郊

区向其他郊区的“侧向通勤”以及从近郊区向更远

的郊区通勤。而调查中市中心社区的中低收入者

主要通勤方向是从市中心向外通勤，而且绝大多

数通勤者就业地在四环以内的中心城区，同时也

存在少数样本工作地在远郊区而发生长距离的

“逆通勤”。

进一步分析居住机会与就业机会对调查中低

收入居民职住距离的影响。发现在企业单位上班

的中低收入者职住距离明显长于行政事业单位及

其他单位；自有住房产权的中低收入居民，职住距

离明显长于租房者。由于政府保障性住房而发生

搬迁的中低收入者平均职住距离最长，高达 10.89

km，由于单位福利分房而搬迁的中低收入者平均

职住距离最短，仅为1.73 km，因为拆迁安置而发生

搬迁的中低收入者平均职住距离为 4.29 km，由于

个人原因而发生主动搬迁的中低收入者平均职住

距离为3.93 km，1988年以来未搬迁的中低收入者

平均职住距离为2.42 km（表1）。

① 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2010 年全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29 073 元，相当于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2 422.8元，若按照户均2.8

人来粗略估算，家庭月均收入约为6 784元。本文将家庭月平均收入低于7 000元作为中低收入家庭的选择标准，在问卷调查中作为样本

选择的筛选条件。

② 包括市区外围的流动人口社区、国企下岗职工居住的单位社区、保障房住户及未改造和已改造的内城老旧社区。

③ 本调查的抽样方式为典型社区、家庭、个人三层抽样，在住房与搬迁信息方面，调查对象为家庭，回答者为家庭中的某一成员，而在

就业与通勤信息方面，调查对象为个人，即家庭中所有就业者都进行了调查。

13



地 理 科 学 38卷

33..22 城市中低收入者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城市中低收入者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

3.2.1 变量与模型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居民社

会经济属性的同时，重点检验转型期住房机会、就

业机会等对城市中低收入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表

2)。考虑到本调查的抽样为“社区-家庭-个人”多

阶段抽样，本文在验证就业机会、个人偏好与选择

及其他制度性因素（如户口、户主、住房产权等）等

个人层面的变量对其职住关系的影响时，基于调

查的全体样本 600人进行分析。而在验证家庭层

面住房搬迁机会的影响时仅选用本调查中直接回

答问卷的214位被调查者构建基础数据库① 。

对于住房搬迁机会，选择自 1988年以来没有

搬迁过的中低收入者为参照组。调查中自1988年

以来没有搬迁过的中低收入者很有可能是那些在

单位住房福利分配时期已经获得单位住房，但在转

型期的住房市场中没有购买力并主动搬迁，而“残

留”在单位社区（住房）的弱势群体[35,36]。选择居住

工作单位类型

住房产权

住房搬迁机会

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其他单位

租赁

自有

1988年以来未搬迁

单位住房福利搬迁

拆迁安置搬迁

政府保障性住房搬迁

个人原因搬迁

全体就业样本

样本数

146

133

153

161

247

352

百分比（%）

24.3

22.2

25.5

26.8

41.2

58.7

职住距离均值（km）

5.67

8.96

8.09

2.74

4.62

7.42

回答问卷的就业样本

样本数

58

36

43

75

104

110

31

24

39

14

92

百分比（%）

27.1

16.8

20.1

35.0

48.6

51.4

14.5

11.2

18.2

6.5

43.0

职住距离均值（km）

3.85

7.33

5.14

1.57

2.64

5.14

2.42

1.73

4.29

10.89

3.93

① 本调查中家庭住房与居住搬迁相关信息均由回答问卷问题的某一位家庭成员填写，尤其是住房搬迁机会、搬迁行为等均代表了回

答问题的家庭成员当时的情况，而个人就业与通勤信息则是家庭中所有成员个人的情况，可能存在诸如结婚、产权继承等重大生命事件而

使得家庭构成发生变化的情况，因此由特定家庭成员回答的家庭住房机会与行为变量无法直接去解释其他家庭成员的职住关系。

表表11 北京中低收入者职住距离的主要影响变量及样本分布北京中低收入者职住距离的主要影响变量及样本分布

Table 1 The main influential variables and the sample distribution of Beijing moderate to low-income residents

a 郊区调查社区 b 市中心调查社区

图1 北京调查的中低收入居民通勤方向分布

Fig. 1 The commuting spatial pattern of surveyed moderate to low-income resident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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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最低的群体作为职住关系的对照组，一方面

可对由于不同的住房搬迁机会导致的职住分离，与

没有发生住房搬迁但因城市土地利用和空间结构

发生重构而间接导致的职住分离现象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不同的住房搬迁机会也代表了住

房市场化的不同阶段。如图2所示，因单位福利分

房发生的搬迁，主要发生在 1993~2002年间；因拆

迁安置发生的搬迁在 1997~2003 年稳步增长、

2003~2006年间加速增长；由于保障性住房项目发

生的搬迁主要发生在2007年以后①；由于个人原因

发生的搬迁主要在 2008年以前稳步增长、在 2008

年以来加速增长。总之，因单位福利分房发生的

搬迁代表着“单位住房福利分配制度”的残留、拆

迁安置代表了选择性的旧城改造与城市再开发，

自变量

住房搬迁机会（参照：1988年以来未搬迁）

单位住房福利搬迁

拆迁安置搬迁

保障性住房项目搬迁

个人原因搬迁

工作单位类型（参照：行政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其他

居住区位（参照：市中心）

北京户口（参照：外来人口）

自有产权（参照：租房）

人均住房面积

家庭就业人数比

小汽车拥有率

年龄

个人月工资（取对数）

男性（参照：女性）

户主（参照：非户主）

已婚（参照：未婚）

有未成年孩子（参照：无未成年孩子）

常数

样本数

R2

调整R2

模型1

系数

0.558***

0.506***

-0.987**

0.496**

0.728**

0.326**

0.013*

-0.390

0.162

-0.023***

0.274**

0.200

-0.396**

0.095

-0.006

5.536***

454

0.374

0.353

标准误差

0.184

0.180

0.187

0.129

0.195

0.157

0.007

0.261

0.370

0.008

0.128

0.131

0.154

0.180

0.162

1.042

模型2

系数

-0.251

-0.009

1.248*

0.203

1.347***

1.084***

-0.706**

0.259

0.702*

0.649**

0.018

0.549

0.236

-0.006

0.026

0.608**

-0.502*

-0.104

0.359

5.092**

145

0.435

0.349

标准误差

0.482

0.432

0.667

0.439

0.394

0.386

0.349

0.268

0.363

0.305

0.013

0.510

0.665

0.019

0.248

0.293

0.302

0.453

0.317

2.031

表表22 北京中低收入者职住距离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北京中低收入者职住距离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Table 2 The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home-work distance of moderate to low-income residents in Beijing

① 本调查中的保障性住房社区中主要以两限房与廉租房住户为主。

图2 北京中低收入者住房搬迁机会

Fig.2 The residential move opportunity and move time of moderate

to low-income residents in Beijing

注：1.模型中因变量（职住距离）做对数处理；2.*，**，***分别为P值在0.1,0.05,0.01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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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地与住房市场化的体现。保障性住房项目搬

迁是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对市场力量分选作用的再

调节。个人原因搬迁是成熟的住房市场下个人与

家庭需求及偏好的反映。

3.2.2 单位制度残留及空间重构的结构性因素的

影响

模型1和2均表明，相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中

低收入就业者，在国有单位企业及非国有单位的

中低收入者就业可达性最差（回归系数为正且绝

对值较大），在相当程度上前者代表了转型期处于

劣势地位的、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低技术含量工作

岗位的传统企业，而后者代表了市场化过程中城市

中低收入者面临的新就业机会（如民营企业、外资

企业、混合制企业等），这两类就业机会均会显著增

加中低收入者的职住距离。但可能的影响机制并

不同，前者体现了城市土地功能置换与空间重构等

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者可能反映了市场机制下

为了追求高收入回报而发生的主动通勤。

而在其他类型单位，例如自营小业主和个体

服务行业等的中低收入者显著地职住接近（回归

系数为负且绝对值较大）。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对

于城市中低收入就业者而言，单位制度残留仍然

持续影响着其就业可达性。行政事业单位中的中

低收入者，由于其单位可能仍然处于转型期的“强

势单位”，仍然掌握一些在分配体制下的资源，相

比于其他类型单位更可能为其职工分配住房，并

且会考虑职住接近性。

有北京户口的内生型中低收入者其职住距离

显著地长于没有北京户口的外生性中低收入者

（即外来人口），该结论与已有研究相符。一方面，

具有外来人口往往为了降低生活成本往往“择业

而居”，从而职住距离相对较短。另一方面，具有

北京户口居民，相比于外来人口更可能获得单位

福利分房、拆迁安置、保障房项目的搬迁机会。家

庭中的户主较非户主成员职住距离显著较短，这

也与已有研究结论保持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在计

划经济体制下家庭中的户主往往更可能从其单位

中获得住房，从而在单位大院中实现职住接近，而

非户主即户主的配偶，很有可能在另一个单位上

班，需要通勤。

3.2.3 住房搬迁机会的影响

在模型 2中，当控制了其他属性变量，发现相

对于那些1988年以来并没有发生过居住搬迁的中

低收入者而言，因保障性住房项目而发生的居住

搬迁伴随着居民职住距离的显著增加，偏回归系

数绝对值较大，为1.248。此外，由于个人原因而发

生居住搬迁的中低收入者，其职住距离也相对较

大，符号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相反，由于单位

住房福利和拆迁安置而发生搬迁的中低收入者，

其职住距离相对更短，偏回归系数符号为负，尤其

单位住房福利分配下搬迁的居民职住距离相对更

短，但统计上差异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政府

主导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和市场化主导下的个人原

因搬迁相对比较晚，正面临北京的快速郊区化、城

市空间快速扩张、郊区大规模新住宅的开发建设

时期，郊区化的居住搬迁可能伴随着职住距离的

增加。

3.2.4 制度性因素对中低收入者职住分离的影响

更为重要

模型 1中，相比于租房的通勤者，自有产权的

通勤者职住距离显著较长，偏相关系数高达0.326，

说明中低收入者为获取住房产权而被迫搬迁至成

本较低的郊区，从而导致职住分离和通勤成本增

加。人均住房面积与职住距离存在微弱的正相

关，即对于城市中低收入者而言想要改善住房条

件，很可能以增加通勤成本为代价。但是，模型 2

考虑了住房搬迁机会后，该变量并不显著。此外，

个人月收入与职住距离成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

数为 0.274，反映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为了追

求更高的经济回报而愿意承担更大的通勤成本。

而在模型 2 中，尽管收入还是与职住距离成正相

关，但其影响程度变得很微弱，相关系数仅为

0.026，并且该影响变得不再显著。相类似，在模型

1年龄也与职住距离成微弱的显著负相关，然而在

模型2中该影响也变得更加微弱且不显著。

模型2在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属性变量后，同时

验证住房搬迁机会、单位制度残留（就业机会）等对

中低收入者职住分离的影响。对比模型1，户口、户

主等制度性因素对职住分离影响相对更大并且更

显著，验证了制度性因素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路

径依赖效应，体制内外的差异将持续存在。

此外，2 个模型中男性的职住距离均大于女

性，在模型2中影响更大且显著。这与西方研究结

果保持一致，可能的解释是女性较男性而言，工资

水平较低、工作时间与通勤时间的效用比值较低，

也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女性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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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岗位空间分布更加分散，也可能反映了女

性由于承担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而限制其无法

选择离家更远的就业岗位。然而，反映家庭分工

的其他变量“是否结婚”“是否有未成年孩子”等在

2个模型中的影响出现正反变化、并且均不显著，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北京中低收入者而言家庭

因素对其就业可达性的影响可能不明显。

4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对北京市 9个不同类型中低收入社

区中600名就业者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不同居住搬迁机会以及不

同工作单位类型等市场转型中的制度性与结构性

因素对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可达性的影响。研究表

明，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中，在国有企业单位及非

国有企业单位的就业者相对于在行政事业单位就

业者，显著承受了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体现出单

位制度残留的持续影响。由于政府保障性住房项

目而搬迁的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最大，而由于个人

原因发生居住搬迁的中低收入者职住距离则相对

较近。拥有北京市户口、非户主、男性中低收入者

的职住分离程度显著更大。最后，北京市中低收

入的月收入与其职住距离成显著正相关，表明市

场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但当考虑了住房搬迁机会

变量后，部分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不仅减弱并且变

得不显著，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变得更强且统计

上显著。由此说明，对于转型期的城市中低收入

者而言，计划经济下再分配制度的残留与路径依

赖以及城市空间的结构性调整对其职住关系的影

响更为显著。

此外，本文在调查数据和模型方法上还存在

一定的不足。首先，本文中拆迁安置对中低收入

者就业可达性的影响没有得到明显的证据。可能

是由于调查样本中除就地回迁居民及新迁入居民

外，相对缺少拆迁安置到郊区的原住民，并且拆迁

安置过程中除住房实物补贴外，还存在货币补贴

安置等多种形式。因此，未来研究亟需对特定拆

迁安置项目涉及的中低收入群体进行跟踪调查。

此外，由于转型期中国城市单位制度的特殊性，居

住机会与就业机会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作用，未

来研究可以考虑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将居住机会、

就业机会与职住关系一起作为内生变量引入模

型，同时考虑三者之间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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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to Housings and Home-work Separation of Moderate to Low-incomeAccess to Housings and Home-work Separation of Moderate to Low-income
Residents in Beijing Under the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Residents in Beijing Under the Market-oriented Transition

Zhang Yan1, Liu Zhilin2

(1. The Institute of Beijing Studies,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Abstract: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like, scholars have endeavored to theorize and test the im-

pacts of urban spatial restructuring—from city-scale suburbanization to neighborhood-scale land use change—

on individual commuting and daily travel behaviour. This article tried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s of resi-

dential mobility and home-work links of the moderate to low-income 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a

492 household surveys of nine typical neighborhoods which we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traditional city centre

as well as suburban districts, we compared home-work links and commuting pattern among different moderate

to low-income groups, using the measurement of home-work distance and commuting time. Specifically, we

used regression models to examine the impacts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access to housing,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y, different types of work units, HUKOU, home ownership, gender etc.) on low-income residents'

job accessibility. The results firstly showed that those who worked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 and these

who worked for other non-SOE enterprises, compared to these worked in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and public

sector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ly longer home-work separation, which reflected the legacy of DANWEI. Sec-

ondly, as to the residential move opportunity, these who were relocated by the governmental housing program

tend to endure greatest home-work separation while these who moved by personal reasons had shorter

home-work distance. As we expected, those who lived in the suburban neighborhoods had significant worse

job accessibility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lived in inner city. Thirdly, these who had Beijing HUKOU, who were

not household head, male commuters had longer home-work distance. Besides,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

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ersonal monthly salary and home-work distance,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job market began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inally, we pointed out special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low-income residents’job accessibility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after passive reloca-

tion of their homes as well as their work units.

Key wordsKey words: market transition; access to housings; home-work link; moderate to low-income; Beijing

bridization of Danwei neighborhood and the emergence of ur- banism. Human Geography, 2012,27(3):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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